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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亲社会风险行为(prosocial risky behavior)是指为了他人利益或社会福利做出的冒险行为.因兼具亲社会性和

风险性, 且经常与消极的风险行为交替发生, 亲社会风险行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被识别, 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

人类积极健康发展的特点. 在明确亲社会风险行为概念的来源、界定及其测量方法的基础上, 本文借鉴了亲社会

行为和风险行为的解释路径, 从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整合加工的视角对人类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前因研究成果进行

了归纳, 进而构建了一个新颖的亲社会风险行为理论模型, 并系统阐述了其大脑神经基础和时间加工进程特点. 未
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明确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心理结构, 优化其研究范式, 比较经济与社会决策领域下框架效应的特

点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并探索不同方面的因素对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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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期间, 社会上

涌现出了一系列“见危救助”行为, 如医护人员甘愿冒

着被病毒感染等未知的风险而进行医疗救助. 由此可

见, 人类决策中的冒险倾向并非全是消极的, 当其目的

是为他人或社会获益时, 这种冒险倾向就是积极的, 且
亲社会的. 近期, Telzer等人[1,2]利用发展心理学、认知

神经科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手段, 考察并比较了人类

单一消极的风险行为与积极的亲社会行为各自产生和

发展的内在机制, 发现二者存在重叠的神经环路, 进而

提出了亲社会风险行为(prosocial risky behavior)的概

念, 以此表明在特定行为中个体冒险倾向和亲社会倾

向的双重积极面, 并为人类消极的行为倾向朝积极的

方向转变提供了理论前提. 然而, 针对亲社会风险行

为, 目前研究内容较为分散, 缺乏体系归类, 且以往研

究仅单独从风险偏好或社会偏好的角度来解释其发生

机制与神经基础. 一方面, 前人研究将亲社会风险行为

视为简单的亲社会行为, 主要关注风险因素(如风险偏

好)的影响; 另一方面, 以往学者将亲社会风险行为视

为简单的风险行为, 主要关注亲社会动机(如社会偏好)
的影响. 因此, 针对此种受关注较少但又特殊的社会行

为,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 首先梳理了亲社会风险行为的

概念来源、界定与测量方法; 其次从风险偏好和社会

偏好整合加工的视角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 构建

了理论模型, 并阐述了其大脑神经基础和时间加工进

程特点; 最后提出了此领域有待突破与深入研究的方

向, 以期为揭示人类亲社会风险行为的本质提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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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角.

1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界定

1.1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概念

亲社会风险行为指个体为了他人利益或社会福利

而做出的冒险行为[1], 包含两个必要成分: (1) 行为目的

主要是为了他人或社会获益, 而不是自己; (2) 行为要

求自身以风险的形式承担一定的未知成本(如身体或

情感方面的损失), 这就使得亲社会风险行为与简单的

亲社会行为和风险行为区分开来[1](表1). 对简单的风

险行为来说, 行为完成对他人或社会没有必要的利益,
只对自身或潜在的其他相关个人存在风险. 对简单的

亲社会行为来说, 行为完成直接使他人或社会获益, 但
不会给自身带来未知或不确定的风险. 尽管某些简单

的亲社会行为可能会产生个人成本或损失(如向慈善

机构捐赠时间或金钱), 但此类成本或损失通常是已知

的, 而在亲社会风险行为中个体所承担的与风险相关

的成本是未知的或不确定的. 因此, 与简单的亲社会行

为相比,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独特性就在于行为成本的

未知性.
此外, Kathy等人[1]从个体的冒险倾向和亲社会倾

向两个方面出发, 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图1), 并参照

两类倾向将社会困境中的个体行为区分为4种类型: 反

社会冒险者、亲社会冒险者、冷漠旁观者、共情旁观

者. 其中, 反社会冒险者是指那些经常冒险但亲社会倾

向又较低的个体, 例如自闭症患者, 他们可能会为了提

高自己的声誉, 而会冒险加入施害者的行列[2]. 此类个

体更有可能频繁地从事风险行为, 但其较少地受到社

会偏好行为导向的影响, 因此不太倾向于帮助他人. 亲
社会冒险者是指那些在冒险倾向和亲社会倾向两方面

同时得分较高的个体, 他们更倾向于从事冒险行为, 但
在社会偏好的作用下也更愿意去帮助他人. 而冷漠的

旁观者是指那些在冒险倾向和亲社会倾向两方面同时

得分较低的个体, 这意味着此类个体既不愿意面对风

险, 也不愿意帮助他人. 最后, 共情的旁观者是指那些

不太可能从事冒险行为, 但会表现出较强亲社会意图

的个体. 虽然在面临社会困境时此类个体很想保护受

害者免受欺凌, 但因十分厌恶风险, 他们可能会因害怕

风险带来的不良后果而选择不实施帮助[1].
然而, 社会困境中人类的决策毫无疑问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 针对上述4种反应类型, 个体的决策倾向虽

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总体趋势, 但并不只局限于其中某

一种. 图1中每个象限的深色区域表明一些个体的行为

支持反映4种类型相对应的最高水平特征. 然而, 有些

个体的亲社会倾向和冒险倾向水平较为适中, 他们被

划分到图中中心圆圈内的白色区域. 这些个体对社会

信息比较敏感, 因此在不同情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下,
他们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 因为亲社会风险行

为兼具风险性和亲社会性, 所以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

有助于揭示个体的亲社会和冒险倾向如何交互影响亲

社会风险行为的发生.

1.2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研究方法

截至目前, 关于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研究方法较为

表 1 亲社会风险行为、简单的风险行为、简单的亲社会行为三者间的比较a)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risky behavior, and prosocial behavior

情境 亲社会风险行为 风险行为 亲社会行为

是否为他人、社会提供福利? √ × √

自身是否承担与风险相关的未知成本? √ √ ×

a) “×”, 不具备; “√”, 具备

图 1 (网络版彩色)亲社会和冒险行为的理论框架
Figure 1 (Color onlin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rosocial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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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 在量表方面, 国内只有窦凯等人[3]修订的《青少

年亲社会冒险行为量表》. 该量表通过本土化测量证明

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但在功能性等方面存在一些局

限. 在实验范式方面, 当前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研究范式

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如信效度缺乏明确验证、生态效

度较低等.
1.2.1 问卷法

《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量表》由Skaar等人[4]编

制, 窦凯等人[3]修订. 该量表包含单维度的6个条目, 例
如“在我深切关心的问题上, 我敢于反驳同伴错误的观

点”等. 量表采用Likert-5级计分方法(0表示“从不”, 4表
示“总是”), 得分越高代表个体亲社会风险行为倾向的

水平越高, 即得分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从事亲社会风险

行为. 此外, 该工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重测信

度系数为0.69, 且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然而, 这一

量表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首先, 该量表的测量对象为

青少年, 目前尚未见针对其他年龄段个体(尤其是成年

人)的亲社会风险行为倾向的问卷工具; 其次, 此量表

仅测量个体的行为倾向, 而非实际的亲社会风险行为,
这也导致了该工具在功能性方面存在缺陷; 再次, 通过

问卷法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均是来自个体的主观报告,
因此研究结果容易受到社会赞许效应和其他额外变量

干扰; 最后, 该量表的条目数量偏少, 其心理结构是通

过西方样本来验证, 缺乏中国本土化样本的验证. 可见,
该量表在跨样本、跨情境和跨种族的可靠性、稳定性

及其功能性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与改进.
1.2.2 实验法

在实验范式方面, 考虑到研究方法的生态效度, 有
研究者利用情境模拟技术创造了一项“火灾逃难任务”.
参与者在任务初始会获得一定数额的基础生命值, 生

命值归零意味着任务失败, 任务过程中他们会面临一

系列带有未知风险的救助困境, 即让参与者选择是否

愿意冒着损失未知生命值的风险来救助他人[5]. 此范

式真实还原了个体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全过程, 但由于

其设置较为复杂, 成本过高, 在推广性及情境多样性方

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 Corbett等人[6]针对儿童

群体, 创造了一项新颖的“亲社会风险承担任务”, 任务

中儿童需要决定是否愿意承担一无所获的风险为同伴

赢得一份奖品, 且任务设置儿童每次做出利他决策时

所承担的风险概率是变化的, 即儿童每次决策产生的

与风险相关的成本是未知的. 此范式的操作定义与亲

社会风险行为的概念内涵是相符的, 但任务中设置的

亲社会风险决策情境过于单一, 因此其无法考察儿童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特点及其稳定性.
近年来, 有研究利用一项有风险的帮助任务来考

察个体在未知的自我损失与帮助他人获益两者间进行

权衡时的内在机制. 在任务过程中, 参与者被要求选择

是否愿意承担未知的损失个人利益的风险来帮助他人

获得金钱收益[7,8]. 此外, 又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将任务

中关于帮助他人获得金钱收益改编为帮助他人避免痛

苦的电击伤害, 进而设计出了一个新颖的电击-获利困

境任务, 此任务要求个体选择是否愿意承担个人利益

损失的未知风险来帮助他人免于疼痛电击[9~11]. 从实验

范式的内容和目的来看, 这两项任务中仅有参与者自

身承担了一定利益损失的未知风险, 且其行为的主要

目的是为他人带来利益. 因此, 这两项实验任务的操作

定义比较符合亲社会风险行为的概念, 且二者均具有

良好的可操作性. 此外, 未来相关研究应结合事件相关

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和功能性磁共振

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术

的实验要求, 将使他人或社会获益和自我承担损失的

未知风险恰当地结合到实验任务中, 这将有助于考察

人类亲社会风险行为的认知与神经机制.

2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解释机制与理论模型

关于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内在发生机制, 当前研究

主要存在一种争论: 个体的决策依赖于理性还是直觉?
理性推理模型认为: 人是完全理性的, 个人的理性意识

充分参与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全过程, 人们以一种竞争

性利他主义的行为倾向来面对亲社会风险情境[12,13].
同时, 行为背后所附带的某种潜在利益可能是影响亲

社会风险行为发生的关键原因[12~14]. 然而, 也有学者认

为, 亲社会风险行为可能源自个体的一种超级利他主

义决策倾向, 即人们会无视未知的风险损失, 不顾一切

地帮助他人[15]. 此外, 因亲社会风险行为兼具亲社会性

和风险性, 现有一些研究试图考察该行为如何受到个

体的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共同影响[7,16~19]. 其中, 风

险偏好较好地解释了个体风险寻求和规避的心理机制

与行为倾向, 而社会偏好则较好地阐述了个体亲社会

偏好的心理机制与行为倾向. 当面临自我损失的未知

风险与帮助他人免受伤害这一亲社会风险情境时, 个

体是无视风险选择帮助他人, 还是规避风险选择漠视

他人需求, 个体的两种偏好起到关键作用. 因此, 考虑

到理性和直觉在人类亲社会风险决策中的作用,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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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争性利他主义和超级利他主义两种视角出发, 构

建了一个理论模型, 力图解释不同视角下亲社会风险

行为中风险和社会偏好的整合加工机制(图2).

2.1 竞争性利他主义的视角: 未知损失与潜在收益
之间的权衡

在竞争性利他主义的视角下, 现有研究发现人类

的亲社会风险行为在进化上是具有适应性的, 即个体

为了满足某种长远的自我利益而有意或被迫从事该行

为[20,21]. 进化心理学观点也认为, 人类亲社会风险行为

中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整合加工反映出一种自我服

务的亲社会动机[22,23], 如为赢得好声誉而选择利他的

决策偏好[24~26]. 例如, 亲社会风险行为虽会导致个体损

失一些未知的自身利益, 但人们却能在一定条件下通

过声誉传播为自己获得更多的长远收益[16,18], 尤其当

一般他人或重要他人在场时[27~29]. 从竞争性利他主义

的视角出发, 大量研究证明了人们在面对亲社会风险

情境时需要进行得失权衡, 个人对某种“利益”的重视

可能会促使该行为的发生, 这是人类意识充分参与理

性决策的结果[24,30,31]. 此外, 关于个体在帮助困境中未

知风险与潜在收益间的权衡机制, 此类研究可以从社

会参照点这一方面进行理解[32].
社会参照点理论认为, 亲社会风险行为不仅会受

到“目标”的影响, 同时还会受到“底线”的调节[33]. 其中,
目标反映了个体从事亲社会风险行为后希望获得的预

期收益, 而底线则反映了预期收益的下限[33]. 个体进行

亲社会风险决策的原则是确保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最大

化和底线不保的可能性最小化, 即在保证不失底线的

基础上力图达成目标. 具体而言, 在充分权衡情境中损

失的未知风险与潜在收益时, 如果个体认知中目标的

“分量”远远大于潜在的未知损失风险, 同时底线的“分
量”不小于潜在的未知损失风险, 人们可能会更倾向从

事亲社会风险行为[34,35]. 这里的“分量”反映了目标和底

线各自达到后所对应的个体关键需求的满足程度. 故

在竞争性利他主义的视角下, 如果目标完成对于个体

的内在奖赏远大于未知风险的威胁, 以及底线的重要

性不小于潜在未知风险所带给个体的威胁, 此时亲社

会风险行为更可能发生. 此外, 风险敏感理论拓宽了社

会参照点理论中的相关概念, 用个体的需要来解释个

体关于目标与底线的设立, 并认为个体的需要驱动人

们亲社会风险决策[36]. 人们渴望满足的某种需要既是

目标, 也是底线. 在保证底线不失以及力图达成目标的

理性原则下, 个体的不良实际状况(如声誉不佳、社会

地位低等)与目标、底线的差距会提升人们的亲社会

倾向和风险寻求水平, 进而促使个体表现出一种利己

的利他主义决策倾向[37,38]. 因此, 基于社会参照点的影

响作用, 以往关于竞争性利他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不同情境因素和个体动机因素对人类风险偏好和社会

偏好整合加工的调节作用.
首先, 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

好, 如个体在面对损失情境时偏好风险寻求, 而在面对

收益情境时偏好风险规避 , 表现出明显的框架效

图 2 亲社会风险行为理论模型
Figure 2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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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39,40]. 例如, Prescott[41]研究发现, 在积极框架情境下,
个体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而在消极框架情境下更倾向

于寻求风险. 预期理论认为, 框架效应是因为决策情境

中风险损失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 个体会更多地关注

对自身有利的决策, 而非严格意义上最优的决策. 消极

的框架信息给决策者提供了未知的损失风险信息, 在

这些消极信息的刺激下, 出于对利益的挽回, 即为保证

底线不失, 个体的冒险倾向会迅速升高, 进而促使人们

做出更多的亲社会风险行为[42,43]. 同时, 社会参照点理

论还将不同框架条件下的决策结果空间划分为获益、

损失、成功和失败4个功能区域[42]. 具体来说, 在损失

框架条件下, 人们对情境中利己机会的认知会增加其

风险寻求的倾向, 会更加渴望通过亲社会风险行为来

获得利益, 即达成目标. 然而, 在获益框架条件下, 人

们对情境中未知的损失风险的认知会增加其风险规避

的倾向, 这源自个体想要避免承担风险却一无所获的

消极结果, 即为了避免底线不保, 人们从事亲社会风险

行为的可能性会变低[44]. 因此, 这些研究发现表明, 在

不同任务框架下损益信息和决策结果会对亲社会风险

情境中目标和底线的整合加工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信

息对个体的亲社会风险行为具有分离效应, 人们可能

在避免失败和争取获益(保证底线不失)的积极框架中

偏好风险规避, 而在不惧未知损失和渴望成功(力图达

成目标)的消极框架中偏好风险寻求[45].
其次, 大量研究还发现, 当同伴在场时人们更有可

能做出亲社会冒险的决定[19,46,47]. 例如, 个体在单独决

策时会为了维护自身的某些利益去做出自私选择, 即

避免失去底线. 而这种利己倾向在同伴在场情境中会

显著减弱, 人们会为了维护声誉和获得长远的利益, 而
不顾未知的损失风险, 进而可能做出更多的亲社会风

险行为[30,31,48,49]. 同伴在场条件促使人们对困境信息更

加敏感, 会更多地关注潜在的巨大收益, 即完成目标所

带来的重要收益, 而忽略未知的风险, 进而提高了其冒

险倾向和亲社会倾向[50,51]. 此外, 依据社会参照点理论,
同伴在场因素最终指向自身的长远利益, 如人们在这

一公共环境中更愿意做出慷慨的亲社会风险行为[14,20].
究其原因, 人们从事亲社会风险行为可能是为了在同

伴面前创造一个可靠的“良好形象”(即保证底线), 进而

为将来在社会互动中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即完成目

标).这是一种利己的利他策略,在未知损失和潜在获益

的冲突面前, 人们更看重长远的收益, 并根据保证底线

不失和力图完成目标的原则进行亲社会风险决策[24,52].

此外, 在诸如同伴在场的公开情境中, 当决策对象具有

不同的身份信息(如社会距离)时, 决策者会利用这些信

息来调节声誉关注机制, 以避免自身丧失目标和底线,
而声誉关注既可能来自同伴 , 也可能来自决策对

象[48,53,54]. 例如, 与熟人和陌生人相比, 个体在公开情

境中更愿意冒着牺牲未知收益的风险来减少对朋友的

疼痛电击伤害, 因为来自重要同伴或亲密他人的认可

和赞扬(完成目标)会促使个体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竞争

性利他主义倾向[25]. 与西方人际间的利他主义倾向不

同[15,54], 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普遍通过“关系自我”来
指导其社会互动[55,56]. 人际关系调节理论认为, 人们为

了更好地维系人际关系, 无法容忍亲密他人遭受伤害,
特别是在同伴在场的条件下, 哪怕自身面临未知损失

的风险[26]. 换句话说, 人们为了在涉及亲密他人且公开

情境中完成目标, 其冒险和亲社会倾向会提高, 进而在

决策时表现出明显的“人际差序性”[25].
最后, 在社会参照点理论的基础上, 动机理论指出

亲社会风险行为反映了个体亲社会倾向背后的某些潜

在目的或动机[57], 如身份动机和关系动机, 它们既反映

了目标, 也反映了底线. 一方面, 身份动机是指引导个

体进行身份建构、寻求特定的自我概念与自我评价,
也与个体自我声誉的提升与获得长远利益的意图有

关[58,59]. 被身份动机驱使的个体, 更看重亲社会风险行

为背后所带来的巨大潜在收益(即在底线的基础上达

成目标),如来自他人的尊重与认可,会激发个体产生更

多的积极体验与自我评价[60]. 此外, 有研究发现, 动机

因素还会与人格特质因素交互影响人类的亲社会风险

行为. 其中, 感觉寻求特质是一种反映个体风险偏好的

关键人格特征, 是指个体对多变的、复杂的、强烈的

感觉或体验的寻求与渴望, 是通过采取一系列冒险行

为来获得这些体验和感觉的自我期望[61,62]. 高感觉寻

求者由于对高唤醒刺激(即目标)较为敏感, 其自身抑制

风险寻求的倾向较低, 所以在面对亲社会风险情境时

更倾向于表现出利己的利他主义的决策倾向. 在身份

动机的驱动下, 具有高感觉寻求特质的个体更倾向于

通过风险寻求来尽可能地获得新颖的结果, 如金钱奖

赏、他人表扬等, 即在确保底线的基础上力图达成目

标[61,62]. 另一方面, 大量研究发现, 亲社会风险行为还

会受到个体关系动机的驱使[23,51,63]. 例如, 感激是与关

系动机相关的情绪, 它是一种自我意识情感, 能激发人

们对与他人建立牢固关系的需要[63]. 个体受关系动机

驱使, 从而被激发出高水平的感激情绪, 为了在建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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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际关系这一底线的基础上实现更大利益的目标,
其对风险的敏感性会减弱, 亲社会倾向水平会显著提

高. 换句话说, 在未知的损失风险与潜在获益之间的权

衡过程中, 他们会更加看重长远人际关系的获得(即完

成目标), 而忽视当前未知的损失风险, 进而做出更多

的亲社会风险行为[23]. 综上, 情境因素和动机因素交互

影响了亲社会风险情境中潜在收益(即目标或底线)与
未知损失在个体心中的权重, 进而调节了决策时风险

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权衡.

2.2 超级利他主义的视角: 心理防御机制缓解强烈
的内部冲突

然而, 针对“竞争性利他主义”的视角, 社会直觉理

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该理论认为, 人类的亲社会风险

行为是一个平行的、自动化的过程, 同时还包含人们

更多的情绪因素[15]; 理性加工只发生在决策后, 是对直

觉判断结果的一种补充和说明[64]. 人们之所以会稳定

地表现出亲社会风险行为,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人们内

心具有一种以牺牲自我利益来造福他人的动机, 即超

级利他主义. 在社会互动中, 人们从事亲社会风险行为

是非常普遍的, 即使面临各种未知的损失风险[20]. 基于

超级利他主义的视角, 个体对“未知的损失vs.帮助他

人”这一帮助困境进行直觉判断时, 已有研究认为情境

信息和人格特质是两个关键的影响因素[21]. 例如, 紧急

情境诱发的强大心理冲突和负性情绪, 会促使个体做

出更多的亲社会风险行为[65]; 具有亲社会价值取向和

高特质共情的个体, 在两难困境中也更愿意无视风险

地去帮助他人[66,67]. 因此, 从超级利他主义的角度出发,
以往研究大多将情境信息和人格特质作为前因变量,
探究人类关于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直觉加工机制, 还利

用神经生理学等技术为其潜在的神经机制提供了一定

的实证依据[68]. 这一超级利他主义的视角拓宽了以往

相关研究对亲社会风险行为发生机制的解释路径.
一方面, 情境紧迫性反映了决策对象所处困境的

危急程度, 会在直觉加工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例如,
有研究发现个体在紧急情境中会体验到高水平的消极

情绪和内在冲突, 并在大脑的顶叶和额叶区域诱发更

大程度的P2成分和晚期慢波, 最终促使个体不计得失

地提供更多的帮助[53,69].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研究

的支持, 即危急情境信息诱发的强烈负性情绪体验会

调节人们的认知和行为[21], 且大脑额部会呈现出更大

波幅的P260成分[25], 从而促使人们做出超越理性的推

理. 在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下, 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风

险寻求倾向, 其亲社会倾向也会处于较高水平, 进而从

事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可能性也会更大[70,71]. 另一方面,
个体内在的人格特质会与情境紧迫性交互影响亲社会

风险情境中的直觉判断, 其中亲社会价值取向和特质

共情被认为是两种非常关键的人格因素[72]. 例如, 有研

究发现, 具有亲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在危急情境中对

他人利益的关心程度较高, 决策时其大脑的腹内侧前

额叶皮会有更大程度的激活[2,67]. 因此, 在面对亲社会

风险情境时, 高强度的情绪与认知冲突会自动引起人

们对受困者的关心[38]. 对他人关心是社会责任感的体

现, 面对有风险的助人情境时, 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会促

使亲社会价值取向个体产生强烈的内心冲突, 内在的

心理防御机制可能促使其表现出“不顾一切”的超级利

他决策倾向[66]. 此外, 特质共情也是一种稳定的高利他

性人格特质, 它反映了个体对于他人的消极心理感受

的注意和关切能力[73]. 而且, 以往研究发现, 这一人格

特质与很多积极的社会功能有关, 如特质共情能显著

预测个体的亲社会倾向. 因此, 个体的共情水平越高,
助人困境中个体内部的道德敏感性水平就越高, 个体

会更容易与他人产生共鸣[67]. 道德敏感性反映了个体

对于亲社会风险情境信息的觉察、敏锐反应以及解释

的心理能力, 有助于增强个体的亲社会倾向[67]. 同时,
高特质共情的个体在进行亲社会风险决策时, 其大脑

的前额叶区域被检测到更大波幅的P260成分和晚期慢

波[25,38,74,75]. 这表明此类个体在面对亲社会风险情境时

做出了直接而快速的情绪反应, 且有风险的助人选择

此时可以有效缓解其内部冲突, 尽管该决策可能会遭

受未知的损失风险. 感知行为模型也对此做出了解释,
认为具有亲社会价值取向或高特质共情的个体会注意

到危机情境中求助者的消极状态, 强烈的紧迫求助信

号会自动激发个体识别他人这种不良状态, 并迅速提

高其冒险倾向和亲社会倾向, 从而下意识地表现出一

种超级利他主义的决策倾向[72,76,77].
此外, 现有研究还发现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如社会

距离)也会调节情境因素对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影响. 例

如, 在高风险水平的助人困境情境中, 人们会为了自己

的至亲或挚友表现出超级利他的决策倾向[15,78], 且相

关脑区会被检测到更大波幅的P2成分[25,53], 这表明求

助者与自身的社会距离越近, 人们感知到他人消极情

绪的强度就越强, 对于自身未知损失风险的感知程度

会显著减弱, 为了缓解内心的冲突与焦虑, 个体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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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一种超级利他的行为倾向[76,79]. 此外, Howard和
Bryan[77]研究发现, 个体在面对高风险水平情境中的亲

人或密友(与陌生人相比)时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亲社

会倾向, 同时个体的风险规避倾向也会明显下降, 最终

在社会互动中做出更多的亲社会风险行为[80~83]. 其他

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如与陌生人相比, 人们在高风险

水平条件下对亲人从事亲社会风险行为的概率要高出

52%,并在大脑的前额叶和颞顶联合区检测到了更强的

功能联结, 这些关键脑区的激活与联结都与人类的亲

社会行为存在积极关联[11,84~86]. 因此, 这些研究发现表

明, 亲密对象的紧急状况会在高风险的助人困境中触

发更强的内在心理防御机制, 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与

冲突, 人们会抵抗住较高水平且未知的损失风险所带

来的负面结果, 进而更可能直觉地表现出超级利他的

决策倾向.

3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神经机制

3.1 神经基础

此外, 关于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神经机制, 前人相关

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 一方面, Steinberg[87]认
为人类行为是大脑神经网络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

类从事亲社会风险行为会显著激活涉及社会认知、奖

赏加工、认知推理等高级认知活动的脑区. 以定位脑

区的功能性为标准进行划分,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发生

涉及以下3类神经网络系统: (1) 社会情感神经网络系

统, 包括杏仁核(amygdala)、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
ietal junction, TPJ)、后颞上沟(posterior superior tem-
poral sulcus, pSTS)、背内侧和内侧前额叶皮质

(dorsomedial and midline prefrontal cortices, dmPFC,
mPFC)等; (2)社会奖赏神经网络系统,主要涉及腹侧纹

状体(the ventral striatum, VS)、腹内侧前额叶(ventro-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等; (3) 认知控制神经

网络系统, 主要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背侧前扣带回(dorsal Ante-
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眶额叶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 OFC)等. 具体而言, 杏仁核在社会情绪刺激加工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量研究发现, 在亲社会风险情

境中, 杏仁核的激活水平在个体加工未知的损失风险

信息时达到峰值, 同时它对帮助困境所诱发的消极情

绪尤为敏感, 并与情境中未知风险和助人信息的快速

编码有关[88~90]. 此外, 社会情感网络系统中还包含着一

个子网络, 即theory of mind子网络. 人们在面临亲社会

风险情境时, 这一子网络具有推测困境中他人的需求

以及社会评价推理等功能[1,2]. 颞顶联合区、后颞上沟

以及背内侧和内侧前额叶皮质这些脑区的激活状态是

theory of mind子网络重要的功能性指标. 当接收到加

工情境中的风险和亲社会信息时, 这些脑区就会变得

异常活跃. 总之, 社会情感神经网络系统以及theory of
mind子网络构成了人类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产生的神

经基础. 此外, 在个体从事亲社会风险行为时, 社会情

感神经网络系统会导致社会奖赏神经网络系统的激活.
换句话说, 个体对社会地位和他人评价的高度关注, 引
发了自身强烈的奖赏寻求倾向[88,90]. 例如, 有研究发现,
个体在从事亲社会风险行为时, 腹侧纹状体和腹内侧

前额叶这两个脑区被检测到较强的激活程度[2,91]. 社会

奖赏神经网络系统与个体的奖赏动机有关, 人们在亲

社会风险决策后渴望获得积极的反馈. 一方面, 反馈来

自于内部, 即内心的自豪、满足感; 另一方面, 它也可

以来自于外部, 即他人的赞赏[92,93]. 个体在从事亲社会

风险行为后如果体验到强烈的内外奖赏, 那么在此后

面对相似的情境时, 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倾

向[94]. 然而, 认知控制神经网络系统是亲社会风险行为

中认知参与的重要指标, 这一系统中相关脑区的发育

程度反映了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 现有研究发现, 个体

大脑中的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背侧前扣带回在青春期

表现出了明显的发展滞后性[95,96]. 青少年相对敏感的

社会情感神经网络系统与尚未成熟的认知控制神经网

络系统的交互作用, 可能使得这一群体从事亲社会风

险行为的频率显著增加[95~98]. 此外, 在认知控制神经网

络系统中, 眶额叶皮质是前额叶的部分皮质, 个体在亲

社会风险情境中对风险的寻求和规避都依赖这一脑

区[88]. 以该脑区为代表的Valuation子网络, 在个体进行

价值评估与计算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社会认知加工能力快速发展. 认知控制神经网络

系统带领Valuation子网络愈发有效地调节其风险偏好

和社会偏好 , 促使个体表现出更强的社会适应

性[88,95,99]. 因此, 上述3个神经系统及其子网络各自的

激活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作用, 或许可以用来解

释人类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神经基础. 然而, 目前还甚少

有研究直接考察人类从事亲社会风险行为时大脑的神

经激活和功能连接特点, 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究这

一行为中个体对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进行整合加工的

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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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时间特性

另一方面, 当前研究常从神经生理学层面入手, 利
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对人

类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大脑时间加工进程进行了探究.
人们面对道德两难困境时的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

其亲社会冒险倾向. 参考道德决策的相关研究, 人们从

事亲社会风险行为时, 大脑的时间加工进程可以分为3
个阶段: 早期的直觉阶段、中期的情绪反应阶段、晚

期的认知推理阶段[48,100]. 具体而言, 在早期的直觉阶

段, Decety和Cacioppo[101]在大脑后颞上沟和下顶叶区

域检测到了情境信息所引发的第一个脑电信号成分

——N1. 它是一种在刺激信息出现100 ms后达到峰值

的负波, 反映了个体对亲社会风险情境信息的编码和

加工过程. 同时, 有研究认为N1可以区分出人类的亲

社会风险行为[102]. 在经历搜集信息阶段后, 个体往往

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情绪反应, 如紧张、同情、焦虑、

厌恶等. 在随后的情绪反应阶段, N2是人脑情感反应

的指标, 在刺激开始后的200~350 ms之间达到峰值, 反
映了情境所诱发的情绪反应和认知冲突. 例如, 有研究

发现, 风险助人困境信息在大脑额叶位置诱发了更大

波幅的N2成分[53,102]. 此外, 其他研究也发现, 在风险助

人刺激呈现后, 大脑顶叶位置还被检测出更大波幅的

P2成分[103]. P2成分体现了个体对于亲社会风险决策中

个人损失风险的情绪性反应, 它在刺激开始后200 ms
左右达到峰值. 最后, 在晚期的认知推理阶段, 位于大

脑顶叶位置的P3或LPP成分出现在刺激呈现后的300~
800 ms左右, 它们代表了个体缓慢但受控制的精细加

工过程, 反映了人们对于亲社会风险情境的推理与评

价[100,104]. 例如, 有研究发现, 在个体从事亲社会风险行

为的后期, 相关脑区会诱发更大波幅的P3和LPP成分,
且该行为倾向与LPP波幅呈显著的正相关[53,102]. 总之,
上述脑电成分从直觉加工、情绪反应、认知推理这3
个阶段出发, 动态地反映了人类亲社会风险行为中情

绪与认知的相互作用及其大脑时间加工进程的特点.
然而,目前研究大多是利用ERP技术来考察个体在风险

或危急情境下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大脑时间加工进程.
由于现有研究中因变量指标的界定大多不完全符合亲

社会风险行为的概念, 因此还无法深入揭示这一行为

的生物学基础.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明确亲社会风险行

为的定义, 进而结合多种神经生理学领域的相关技术,
来直接考察人类在从事这一行为时的大脑加工时间进

程特点.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提出打破了以往对

于人类冒险倾向的消极定义. 本文明确了亲社会风险

行为的概念来源, 细化了其定义, 梳理和比较了已有的

测量方法, 并从风险和社会偏好整合加工的视角构建

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 为解释人类亲社会风险行为的

内涵及其发生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梳理和观点总结.
然而, 目前关于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心理结构还需进一

步明确, 以便优化其研究范式, 进而帮助后续相关研究

利用更好的研究设计来揭示其内在机制. 此外, 未来此

领域的研究应从经济决策与社会决策两个方面出发,
来探讨和比较亲社会风险行为中的框架效应, 并深化

对其发生机制的理解. 最后, 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影响因

素有待于进一步被探索与验证. 诸如, 哪种决策者因素

影响着其发生? 亲社会风险行为是否会受到决策对象

因素的影响? 什么情境下人们更倾向于从事这一积极

行为? 这些都是后续相关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

4.1 进一步明确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心理结构, 优化
其实验研究范式

关于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心理结构, 根据其操作定

义, 该行为是一种兼具风险性的特殊亲社会行为[1,4].
由于当前的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 继续深入探讨亲社

会风险行为的心理结构是十分有必要的, 因为它能够

为该领域研究工具的设计和优化提供明确的理论基础,
进而为有效揭示其发生机制和神经基础提供工具支持.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其概念本文针对亲社会风

险行为的心理结构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构想(图3), 但这

一结构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还需后续研究进行证实. 具

体而言, 本文在理论上将亲社会风险行为划分为两个

维度: 风险偏好倾向和社会偏好倾向. 前者反映了个体

对未知损失的风险寻求程度, 而后者反映了个体对他

人伤害或痛苦状态的关注或共情程度.

4.2 比较经济决策与社会决策中框架效应影响亲社
会风险行为的心理与脑机制

人类的决策行为具有领域特殊性[105]. 在经济决策

与社会决策领域中, 后续研究应进一步探究和比较两

个领域下亲社会风险行为中的认知和神经过程, 以及

框架效应的调节作用, 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探究其背后

的心理与脑机制. 上文提到, 框架效应反映了人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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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决策偏差, 是指以不同的方式(如积极的或消极的)来
描述同一决策情境时, 个体的决策偏好会受到描述方

式的改变而改变[11]. 根据决策领域(非社会与社会决策)
的不同, 框架效应被分为社会性框架效应和非社会性

框架效应[106]. 一方面, 在经济决策领域, 非社会性框架

效应会显著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 如损失框架效应[107].
例如, 与获益框架相比, 个体在损失框架下会为了更高

的经济回报而选择冒险[39]. 此外, 一项关于损益框架对

风险决策影响的ERP研究也发现, 与收益框架相比, 损

失框架诱发的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
ity, FRN)更小[108]. 另一方面, 个人的社会偏好也会被

任务框架影响, 进而表现出社会性框架效应. 在社会决

策领域, 社会性框架效应被认为是一种通过改变某个

社会困境的描述方式而导致决策偏好发生改变的现

象[10], 并通过突出个人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来实

现[109]. 其中, 标签框架是一种经典的操作方法, 即通过

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描述任务情境以改变决策偏好. 例

如, 一项早期研究发现, 与命名为“华尔街游戏”的社会

性决策任务相比, 被试在命名为“社区游戏”的决策任

务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合作意愿[110]. 研究者认为, “社区

游戏”意味着集体利益与合作的社会规范, 因此能提高

个体的社会偏好. 此外, 近期的脑成像研究还采用了一

种新颖的标签框架(帮助/伤害框架)来考察社会性框架

效应的神经机制[11]. 具体而言, 行为结果发现了显著的

标签框架效应, 即被试在伤害框架(vs.帮助框架)下更倾

向于进行亲社会选择; 在神经反应上, 静息态下右侧颞

顶联合区的神经活动与框架效应强度存在显著正相关,
且与道德加工相关脑区(如前额叶、右侧颞顶区)的功

能网络连接强度有效预测了该框架效应的强度.
总之, 社会性框架与非社会性框架效应的心理与

脑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然而, 目前研究对两者作用

机制的关注还偏少, 尤其是其背后的神经机制. 因兼具

亲社会性和风险性, 对亲社会风险行为中风险与社会

偏好的整合加工机制的探讨, 或许可以较好地比较与

理解两类框架效应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 例如, 在非

社会性框架下, 以往研究发现, 个体在损失框架下会更

倾向于冒险, 且相关脑区会诱发更小的FRN[39,108]. 与收

益框架相比, 在损失框架下决策者通过理性加工可能

会事先进行损失预期, 决策中实际损失相对于预期只

是一个“量”的变化, 并未发生“质”的改变. 因此, 个体

在损失框架下可能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风险行为, 表

现出一种损失/获益框架效应. 同时, 由于亲社会风险

行为所带来的未知风险对个体的内心预期只造成了

“量”的变化, 故在相关脑区可能引发更小的FRN效应.
而在社会性框架下, 亲社会风险决策的结果影响着他

人的福祉甚至生命安全等, 决策者会考虑多方面因素

从而做出判断, 此时社会性框架效应通过影响个体对

于社会规范(如利他、公平等)的偏好来进一步影响其

亲社会风险选择[10]. 然而, 以往不同研究之间的结果却

存在矛盾之处. 例如, Liberman等人[110]研究发现, 个体

在“社区游戏”(vs.“华尔街游戏”)任务中表现出了更高

的合作率, 但也有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109]. 此外, 还
有很多其他研究发现了较弱的社会性框架效应, 甚至

没有发现该效应. 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 以往的大多

数研究都要求被试对自我与他人的利益做出权衡决策.
相比于他人, 人们通常更关心自己的收益[15]. 在这种情

况下, 社会性框架对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影响可能是有

限的, 尤其对于那些社会偏好较低的人群. 此外, 一些

研究也发现在伤害框架下个体会更倾向选择帮助他人,
同时发现框架效应是由于人们在决策中的直觉加工强

于理性加工导致的. 此外, 相关脑区的功能网络连接强

度有效预测了框架效应的强度[11,15]. 因此, 本文预测,
个体在从事亲社会风险行为时可能会存在显著的标签

框架效应, 进而表现出一种超级利他主义的决策倾向.

图 3 亲社会风险行为心理结构
Figure 3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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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以往研究对亲社会风险行为中社会性和非社会

性框架效应的探索仍是不够的. 因此, 未来研究应分别

考察亲社会风险行为中两类框架效应各自的边界条件

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并比较二者的异同. 这将有助于加

深人们对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特性及其作用机制的认识,
能深刻揭示亲社会风险决策中框架效应的特点及其内

在机制, 为验证和完善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相关理论模

型提供切实可靠的实证依据. 同时, 这对有效激发风险

情境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指导意义.

4.3 综合探讨不同因素对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影响机制

目前关于亲社会风险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呈现

出不成体系、不充分等特点. 依据亲社会风险行为的

理论模型, 探究不同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可为深入理

解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特点及其内在心理机制提供新的

视角.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 人类行为的发生会受到3个
方面因素的影响: 决策者因素、决策对象因素和情境

因素. 首先, 在决策者方面, 现有研究发现, 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个体的亲社会责任感与其亲社会倾向水平

呈显著的正相关[111]. 这表明更强的亲社会责任感可能

会积极预测个体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发生, 因为它能有

效提高个体的社会偏好, 并降低对自身未知风险的关

注. 其次, 在决策对象方面, 亲社会风险行为还可能被

人际相似性因素影响. 例如, 有研究发现, 个体更倾向

于帮助与自身有更多相似之处的个体[112,113], 决策者会

认为这就如同帮助自己[110,114]. 最后, 在情境因素方面,
现有研究发现, 个体在帮助困境中的亲社会倾向水平

会被风险水平信息影响[25,80]. 例如, Zhan等人[48]研究发

现, 与低风险水平情境(如匿名或私下场合)相比, 被试

在高风险水平情境(如结果公布或公开场合)下选择帮

助的可能性更小. 可见, 风险水平可能是影响亲社会风

险行为的关键因素. 当助人困境呈现出较高的潜在未

知风险时, 个体会更谨慎地权衡自我的损失和收益. 在
理性决策作用下, 人们可能会在亲社会风险行为中表

现出更多的风险规避倾向. 然而, 当面对风险水平较低

的情境时, 个体可能会为了某些潜在收益(如为自身建

立更好的声誉)而表现出一种利己的利他主义的决策

倾向. 综上所述, 从决策者、决策对象与决策情境3个
方面出发, 探索各年龄段人群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特点

及其规律, 能为有效干预人类消极的冒险行为提供一

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未来研究应填补此领域的这一

不足之处, 深入探究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

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 这将有助于促进人类消极的行

为倾向朝积极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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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taking tendency in human decision-making is not entirely negative. It can be positive and pro-social when the
purpose is beneficial to others or society. Recently, several scholars hav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negative risk and positive prosocial behaviors using research
methods fro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y found overlapping neural circuits, thus, the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This term refers to the dual positive nature of individual risk-taking and
prosocial tendencies in a given behavior.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the tendency of harmful human behavior to
shift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is risk-taking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or for general social welfare. It is
dangerous yet prosocial. Thus, it often alternates with risky negative behavior.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in everyday life. However, to some extent it shows the hallmarks of positive,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
For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scattered, lacking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terpreted only its mechanisms and neural basis regarding risk or social preference. Some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garded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as simple prosocial behavior, focusing primarily on the influence of risk factors (risk preferences).
Other researchers regarded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as simple risk-taking behavior, mainly focusing on prosocial
motivation’s influence (social preferences). Less so, with this concern, but special social behavior. This study’s objective is
to examine the concept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including its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It aims to achieve an
integrated view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risk behavior, and clarify their conn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and social
pre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A novel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is
constructed. Furthermore, the study provid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neural basis and temporal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larify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optimize its paradigm, and

compare framing effect features and their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s, specifically with reference to economics and social
decision-making. In addi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al rules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across the lifespan related to: Decision-makers, decision-making objects, and decision situations. This effort
coul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and reveal how the framing effect works in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In addition, it should clarify its potential neural mechanisms providing a practical and reliable empirical
basis for verifying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Simultaneously, it has important, instructiv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timulation of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and the promotion of individual performance.

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risk preferences, social preferences, theoretical model, neura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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